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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渚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晚期

的一支考古学文化。良渚遗址群则是良渚文化最为
辉煌的遗址。自良渚文化发现以来，考古工作者对
良渚遗址群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和科学发掘，陆续发

现了良渚文化的村落、墓葬、土筑高台大墓葬群、祭
坛和大墓复合遗迹及遗址分布情况。积累了丰富的
考古材料，也获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，近来的研究

也逐渐趋向从遗址的整体宏观入手。近年来随着良
渚遗址群众多考古资料的正式出版，为人们今天对

良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远比过去简报丰富的信息

和全新的基础。本文拟就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新
出版的资料，就良渚遗址群的衰落谈谈自己的意

见。

一

浙江良渚遗址群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

部，地跨瓶窑、良渚两镇，遗址群面积近 50 平方公
里，以良渚文化古城为中心，在其周边分布范围内

分布有 130 多处良渚文化遗址。这 130 多处遗址中，
有 25处已经经过不同规模的考古发掘，有 30 多处

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试掘，其他遗址也进行了一定的

钻探。包括反山、瑶山、汇观山、莫角山等一批重要
遗址的发现，反映了良渚文化高度的文明成就，也

说明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中

心遗址。作为良渚文化分布区最具规模和档次的遗
址聚落群，它代表了良渚社会发展的最高成就，代

表了良渚文化最先进的主流文化，对它的考察，具

有特殊的含义[1]。
在对良渚遗址群的考察研究过程中，可以清楚

地发现良渚文化早期的遗存在吴家埠和庙前遗址

较为丰富，但就整个遗址群来说仍很贫乏，没有形

成一定规模。良渚中期的遗址数量在整个遗址群中
是最多的，而且类型丰富，规格很高，有礼制性建筑、

贵族墓地、祭坛、居址等，已形成相当规模的中心聚
落，所以，良渚中期是良渚文化的繁荣时期。晚期的
遗存多数年代偏早，最晚期的遗存甚至含马桥文化

因素的过渡性遗物也有所发现。这就说明良渚文化
在这一区域有始有终，并没有突然消失[2]。可以说良
渚遗址群的发展比较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，都

有一个开始起步，发展至高潮，再式微的过程。但有
所不同的是，良渚遗址群的辉煌似乎在中期之后就

转瞬即逝了，衰落得非常快。因此关于良渚文化衰
落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。
过去研究良渚衰落得出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

有：灾害说[3]（有水患说，包括洪水和海侵，也有瘟疫

说）、征战说[4]、内因说[5]。
前两种观点由于提出较早，可以证明的材料过

于单一，在今天看来其意义更多的在于整个研究的

开拓性。而内因说从良渚文化的内部入手，提出宗
教作为良渚贵族统治的手段，既是良渚文化顶峰时

期出现的动力，也是整个社会模式逐渐失去自我调

节能力最终导致社会模式崩溃的原因。良渚社会将
大量的劳动力加入到玉器和工程建设的群体当中，

使实际参加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却没有相应的增加

（甚至可能减少），而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又并不能

迅速提高农业的产量。巨大的工程、数量惊人的玉
器加重了其本身的负担，这些非生产性支出破坏了

内部平衡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设想，生存资
源（主要是粮食）的产出和需求就很难长期保持平

衡，最终导致社会崩溃，文明消亡。
在这里能否做出上述论断，首先应该考虑良渚

人群自身的实力，究竟它具有多大的能量，能否负担

那些非生产性支出。毕竟良渚遗址区内发现的大型
工程到现在也只有反山、瑶山、汇观山、莫角山以及
刚刚发现的良渚文化古城。可以肯定这些规模庞大
的建筑并不是同时开始兴建的。如果良渚人拥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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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足够庞大，在良渚中期百余年的辉煌期

里，兴建这些建筑恐怕并非难事。只要组织准备充
分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恐怕就不会像过去人们估计

的那样了。
良渚庞大的遗址群说明其拥有的实力远远超

出了当时周边良渚文化区内的其他聚落，也可能超

出今天人们对它的估计。在已知的 100 多处遗址中，
莫角山的规模最大，面积达 30 多万平方米，属于一

级中心遗址。1～6 万平方米的遗址有 40多处，其中
一些属于二级遗址。多数遗址的面积在 1万平方米
以下。某些遗址联成一片，如马金口、龙里、小马山、
石安阪遗址紧密围绕在莫角山，总面积达到 15万平

方米[6]。刚刚荣获 2008 年十大考古发现的良渚文化
古城面积约 30余万平方米，将以往发现的莫角山遗

址及反山贵族墓地乃至良渚遗址群内的许多遗址

组合为一个整体，这充分说明良渚遗址群已经形成

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集团。
如此庞大的面积，其人口规模也应该很大。具
体数字虽然很难搞清楚，但可以通过人口考古学的

方法推算出大体的人口规模。史前人口的研究方
法，目前采取推测的方式来进行，以人口规模和人

口分布进行推理已经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。西方学
者考察现代一些原始部落的聚落规模与人口数之

间的关系，并进行类比分析，得出史前聚落与人口

之间的关系是 1万平方米约 150 人，这个统计约数

可以在 100～200 人之间[7]。陶寺遗址的面积为 600
万平方米[8]，周边有 60 多处遗址，其中 50 万平方米

以上的有 4 处；10 万平方米左右的有 20 处；5 万平

方米左右的大约有 30处。参照上述方法推断，其早
期即遗址繁荣时期人口在 4～5 万之间[9]。良渚遗址
群的人口规模参照陶寺的情况应该不少于这个数

字，甚至可能更多。此外良渚集团凭借自身强大的
实力及影响力还可以获得周边聚落人力、物力的支
持，周边的聚落也有这个能力。
对于玉器过多的投入这一说法，笔者也有不同

看法。玉器生产有其自身的特殊性。首先当时玉矿
资源稀缺，到目前为止考古调查所见到的玉矿产地

只有江苏小梅岭一处[10]，所以原料的供应量不会很

大；其次由于较高的技术要求导致玉器工匠的数量

不会很庞大。通过上述推理，可以说明两点，一是在
玉器生产上，大量的劳动力投入是无效的；二可以

得出其产量不会很大。
在 20世纪 80 年代，反山、瑶山、寺敦、福泉山等

遗址分别一次性出土数量庞大的玉器给人以深刻的

印象，使人们认为当时的良渚社会弥漫着一种奢侈

的社会风气。事实上，这些数量庞大的玉器不可能
短期生产出来，也是经过一代一代长时间逐渐积累，

然后伴随着良渚贵族的死亡再一代一代随葬到像反

山、瑶山、寺敦、福泉山等贵族墓葬之中。看似数量庞
大，其实对社会生产的影响不会太大。
从另一个方面来看，如果按照内因说的观点推

理，良渚遗址群内部由于以最大人力、物力对宗教行
为的直接投入导致现有社会模式的崩溃，那么良渚

遗址群现有的考古发现能否验证这一推理，或者换

句话说，按照这一推理接下来应该发生的变故与发

现的遗存能否相符合呢？根据历史经验，如果一个

社会内部失衡导致社会崩溃，那么社会动乱似乎是

不可避免的。而目前良渚遗址群中，反山、瑶山发现
的大型贵族墓地除因后世盗扰之外，绝大多数墓葬

保存完好，并且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高级随葬品。这
些大墓建造在非常显眼的高大的土坛之上，如果社

会发生动乱，它们很难幸免于难。现有的考古资料
只能看出在中期之后，上述贵族墓地停止了使用，并

没有大的社会动乱的痕迹。

二

那么良渚遗址群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最终导致

衰落的呢？

从文化内部寻找原因，仍然是本文探索良渚遗

址群衰落的起点。因为在对古代遗址和文化的变化
进行解释中，单一原因模式正逐渐被多原因、多变量
的系统模式所取代，遗址中的人口数量、密度、增长
率，人口在文化变迁中的作用及人口与资源、技术、
环境和社会的关系，这些都有可能在一个相互影响

的系统之中成为影响文明衰落的因素。自然环境为
人类提供生产活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料，影响人类生

产活动的发展程度，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

多方面的反作用。只要是人，必须生活在一定的自
然条件中，其生存、发展必定受各种自然条件的限
制。另一方面人类对环境又有反作用，在一定程度
上改造环境。早期对环境的依赖比较大，越到晚期
对环境的依赖越小，而对其改造越大[11]。
良渚遗址群所处的地理环境属于山前河谷地

带，西、北丘陵相夹，中间水网密布。现今的东苕溪从
西南向东北流经遗址群。在距今 6000 年前，杭州湾
的轮廓逐渐形成，陆地范围不断扩大，生存环境渐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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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人，良渚先民的活动和居住范围日益扩大，良渚

遗址群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繁荣起来的。
在从早期向中期发展的过程中，随着人口的不

断增多，区内的遗址不断增多，到中期时基本上已

经布满整个地区，遗址群形成了一定的规模。在这
个过程中有两个特点出现：第一就是个别单个遗址

的面积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，遗址群西南部以莫

角山为中心，分布着 50多处遗址，密度非常大，类型

也最为丰富；遗址群东南部以良渚镇荀山为中心，

在一公里半径的范围内发现有 20多处遗址，分布密

集，几乎连成一片。第二就是不同的聚落开始出现
功能上的区分。姚家墩及其周边的遗址形成的聚落
可能是某一显贵阶层的聚居区。姚家墩是遗址群内
除莫角山外单体规模最大的一处遗址，位于聚落中

心，呈南北向长条形，面积 6万平方米。遗址内建筑
遗存较多，并经多次兴废，是一处长时期沿用的居

住区。姚家墩周围分布着数个不同功能的遗址，其
中，西北的卢村有祭坛和小型墓葬，东部的王家庄、
料柄勺有建筑遗存和贵族墓葬，西部的金村有生活

堆积。与姚家墩聚落不同的是，庙前是一处成片相
连的大型聚落。发掘材料显示，庙前的生活区在中
部和北部，内有河沟穿过。房址、灰坑、水井、窖穴等
分布其间，墓葬则分布于遗址的西部和北端[12]。结合
庙前遗址多年的发掘材料可以推断主要是平民居

住区。
这几处大型聚落再加上周边的其他遗址组成

了良渚遗址群这样一个超大型聚落，如同一个黑洞

在凝聚内部的同时一圈一圈地扩大，同时还吸引整

个太湖周边良渚文化区，形成一个考古文化上较为

统一的局面。玉琮、玉璧、玉钺等一批玉器，广泛流
传于良渚文化区内，展现了良渚作为地区中心强大

的影响力。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，在它显示出强大
力量的同时，它也像另一种黑洞大量消耗区内以及

周边的自然资源。良渚地区先民不断的森林砍伐
（遗址中发现的木漆器、建筑木构件、柱洞等说明需
要大量木材)，造成山麓地带水土流失。人口不断增
长就要求更多的耕地。良渚文化时期，稻作农业有
了较大的发展，如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良渚文化地

层中早期的稻作花粉有一定的含量，晚期则有较大

的发展，达到总数的 5％以上，金山亭林的良渚文化

地层中，含禾本科植物也较多，其中有相当数量的

稻作花粉，类似的遗址还有马桥和果园村等遗址的

良渚文化地层中，其稻作的花粉也相当地丰富[13]。在

广富林遗址的良渚文化早期，其木本植物数量和种

类都减少，草本植物数量比前期减少，但栽培的禾本

科植物还较丰富，说明先民们耕作的面积有增无减[14]。
聚落的不断增多扩大占有了周边的耕地，迫使人们

把开垦的目光扩大到附近的浅山丘陵。这样周边山
区的林木除了生产生活需要外，还要遭到毁林开荒

的破坏。
粗放型的农业活动以及周围林木的长期砍伐对

遗址区内的自然景观、生态系统无疑造成了严重的
干扰和破坏。从航拍图片观察，反山一带在东笤溪
改道前曾被北面多条山谷的洪水冲击。推测这一时
期东笤溪已有多次改道迹象。改道初期的东笤溪常
常泛滥，例如，姚家墩遗址南面的东笤溪水就有明显

溢出南冲至稚山一带的痕迹。当然面对洪水威胁，
良渚人依靠自身积累的经验也积极做出应对。在良
渚遗址群里，塘山是一条东西向的土垣，长达 4.3 公

里，依托自然低丘，人工连接营筑而成。该遗址位于
遗址群西北部，外侧与天目山余脉的南簏坡底并行

相聚约 200 米，其间不见文化遗迹。西端向南转折，
一直延伸约 700 米。显然，当时人有意识地利用这段
土岗，造就了距尺形的一条长堤。其外侧至今有多
段长条形池塘，表明防洪是其主要功能，它是阻挡来

自西部山地和北部山谷洪水的有力屏障[15]。在当时
那段漫长的人水较量的历史中，应该是互有胜负。
但是资源的耗竭加上日渐严峻的生态形势却是人力

难以改变的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迁往他乡就成为这
一带先民唯一的选择。
从另外一个方面讲，在漫长的原始社会，人类依

赖采集渔猎为生，终生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。到原
始社会晚期和奴隶社会，农业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产

方式，但当时技术水平低下，耕作十分粗放，地力一

旦耗竭，即需另辟新地，这种迁移农业方式决定了人

们居住地的经常迁移。如中国夏朝延续 400 年，迁都
10 余次；商朝持续 600 年，迁都 16 次。直到奴隶社
会末期，定耕农业成为主要生产方式，人们随之在一

个地方永久性地居住下来，人口迁移才逐渐成为社

会生活中的次要现象。

三

上述推测虽然还不能找到直接的考古材料证

明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良渚文化其他分区的变

化作为旁证。太湖东部的福泉山遗址[16]曾发现多座

（下转 22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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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型贵族墓葬，被认为是本地区的一级聚落中心。
遗址被研究者分为五期，其中第四期为良渚文化的

鼎盛期，绝对年代为 4500～4400 年。这个时间几乎
和良渚遗址群衰落紧密衔接。而墓葬资料中，也是
从第四期开始出现普遍随葬玉钺、玉琮、玉璧及生
前掌握军政大权和神权的贵族大墓。很有可能良渚
贵族带领族群，在故乡难以为继时迁移至此。此外
良渚晚期与良渚遗址群临近的寺敦、草鞋山、福泉
山同时出现大型贵族墓葬恐怕与良渚遗址群衰落

之后，良渚贵族向外迁移有关。
过去，对良渚文化衰落的研究有一概而论的倾

向。在整个良渚文化区中，各个小的分区都有不同
的特点。它们从兴起到辉煌再到衰落并不是同步
的。当太湖南部的良渚遗址群发展为整个良渚文化
地缘中心时，太湖东部的福泉山、北部的寺敦等遗
址还在处于成长期；而当良渚遗址群衰落之后，这

些遗址成为自己所处区域内的中心遗址，这恐怕并

非仅仅是时间和空间的一种巧合。各遗址的兴废时
间有先有后，原因可能相近，也有各自的特殊情况，

不能一概与良渚文化最后的衰落挂钩，当然这就不

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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